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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问题的提出

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关键调节器，也是实现其

他社会公平的重要渠道。《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》提出

要提升义务教育均等化水平，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

发展[1]，以求从教育机会和办学条件上促进教育公平。

但在教育过程和结果方面则主要集中于对学生学业

成绩的关注[2]。学业成绩作为现有教育体系内实现向

上流动的“通行证”，具有溢出“分数”层面的更多意

涵，即人们更关注的是其对社会结构位置的决定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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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，这也使得学业成绩成为观察教育再生产问题的重

要窗口。因此，不同阶层群体不可避免地会以极大的

热情投入到教育的竞技之中。国内外已有研究针对

不同阶层学生的学业成绩差异进行了丰富的讨论，田

丰[3]、马洪杰[4]、赵宁宁[5]、孙志军[6]、赵必华[7]、沃曼

（Wößmann）[8]等诸多学者基于不同数据库的实证研究

均发现优势阶层学生的学业成绩表现高于弱势阶层

学生，且语言类学科的差距更大[9]。可以说已有研究

总体上形成“优势阶层学生的学业成绩更好”的共识。

而在解释为何不同阶层学生存在学业成绩差异时，学

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。多数学者认为优势阶层学

生的成绩领先主要得利于更高的家庭收入带来的教

育投入[5]，父母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带来的文化浸染[6]，

更多的时间投入[10]，更频繁的家校互动[3]，以及所在学

校拥有更优质的师资队伍[11]等，有学者通过进一步的

比较研究发现家庭文化资本与教师质量发挥着更为

关键的作用[9]。这些研究大部分可以归纳到布迪厄

“带有学业成分的再生产”的理论范畴内，即社会结构

与心理结构相联结的过程[12]1。但这不免给人一种资

源占有与学业成绩之间直接且粗暴挂钩的印象，导致

相关研究容易陷入了绝对的“结构决定论”的魔咒之

中，而实际上从资源占有到学业成绩的获得之间充满

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。学者们正在努力揭开这一“黑

箱”，如对于以家庭投入型和学校投入型为主的教育

生产函数类型进行不断发展和细化[13]。西方民族志关

于教育不平等的研究不断呼吁把学校教育过程带回

来，并逐渐发展出四种不同路径：学校分类的社会建

构、课程知识的社会组织、学校教育的适应以及学生

文化的意义建构[14]。其中，伯恩斯坦（Bernstein）提出

的“符码理论”（Code Theory）及其后续将“符码理论”

延伸到学校课程上，逐渐发展出解释学校教育及知识

形式（form of knowledge）与社会再生产深层关系的“课

程符码”（curriculum code）理论，连接了“家庭背景-学

校教育-课程知识”的整个过程。他将语言符码、课程

符码与阶级结构和社会控制机制相互联结的努力，有

效拓展了阶层、学业成绩与教育再生产的研究视域。

伯恩斯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，他认为

不同阶层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对语言符码类型的掌握

是有差异的，优势阶层倾向于掌握“精致型符码”

（elaborated code），而弱势阶层接触更多的是“限制型

符码”（restricted code）[15]。此外，他还通过“分类”

（classification）和“架构”（framing）两个概念将理论触

角延伸到学校教育过程中的课程知识上，为进一步关

注学业成绩内部的学科异质性以及不同学科之间在

知识结构特征、语言表达方式等上的差异[16]提供了理

论基础。总的来说，已有研究对符码理论的实证应用

很少，更多是对理论观点的介绍[17]，即使稍有涉及也很

少做深入的分析[5]。因此，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，本文

不仅关注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的语言符码差异对学业

成绩的影响，还将进一步利用混合研究方法探讨阶层

之间的语言符码和学科之间的课程符码的匹配情况

对学业成绩的影响。

二、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

围绕着教育再生产问题的学术争论产生了丰富

的理论观点。总的来看，教育再生产的理论体系经历

了从“强再生产”向“弱再生产”发展的过程。强再生

产理论认为“教育系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其自身内部

的社会关系与劳动场所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对应，再生

资本主义劳动的社会分工”[18]。但其对教育系统与社

会系统的关系过于简单的理解也是其被人诟病之处，

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其解释力度。而弱再生产理论

起始于强再生理论的终结之处，试图发展出一种把文

化、阶层与学校教育的逻辑联结起来的解释体系[19]。

其代表人物之一——伯恩斯坦从社会语言学出发探

讨学校的文化传承，并发展出解释学校教育与社会再

生产深层关系的“符码理论”。

（一）语言符码与学业成绩

伯恩斯坦所提出的“符码理论”关注的是不同文

化背景的阶层语言构成习惯和使用规则，包括了社会

因素对语言构建的影响，以及语言在社会构建方面所

展示的功能，即社会因素影响个体语言特征形成的同

时，语言特征也会影响社会资源的分布。他认为语言

能够高效地进行阶级区分[20]，这里的“语言”内涵明显

溢出了索绪尔（Sausure）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语言符号

学的关注范畴，更像是一种习惯、一种规则，甚至是一

种权力[21]。伯恩斯坦重点关注不同阶层所使用的语言

的语法元素，并将语言形式凝练为语言符码，即“精致

型符码”（elaborated code）和“限制型符码”（restricted

code）[22]。前者指个体的句式及词汇都有较多变化，并

且个体更能够抽离所谈论的事情和交代前因后果，而

后者则缺乏变化，带有更多的命令式和情绪性词句，

语言表达相对墨守成规[23]。伯恩斯坦认为不同阶层在

掌握的符码上是有差异的，中产阶级身处具有流动性

及成员异质性的社会环境，语言表达的意义更具有普

遍性，更容易掌握的是“精致型符码”。而工人阶级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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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缺乏流动性、成员同质性高的社会环境，语言表达

的意义更具有特殊性，更多接触的是“限制型符码”。

语言符码上的差异导致工人阶级子女在取得教

育成就时可能面临更多的困难。已有研究发现儿童

在早期生活中形成的不同符码是影响他们后期学习

成就的重要因素[24]。这可能是因为学校本身就是符码

和意识形态的重要生产场[25]，在学校场域中“任何教学

行为客观上都是一种符号暴力”，即优势阶层通过对

于学校知识传授的有效控制实现宰制关系的合法化，

并赋予自身符号力量（symbolic force）[26]49。而教师作

为“半支配阶层和半知识分子”是主流文化的合法代

理人[27]，其所使用的课堂教学语言也具有进行知识控

制、分配的潜在功能[28]。教师对学生的期待会影响到

师生互动中的言行特征，例如在与中上阶层家庭的学

生互动时，教师所使用的合法性语言①明显高于来自

劳工阶层家庭的学生[29-30]，这使得弱势阶层的学生在

受教育过程中在“语言”上被区别对待。而学校教育

正是通过用“标准的”“合法化的”语言讲授知识，并通

过考试结果来强化标准化语言和思维的意义[21]，这可

能使得教学过程从知识的获取转变成为符号的获取。

最终，两种语言形式衍生的感知取向（perceptual

orderings）导致阶层教育成就的差异[16]，也即不同阶层

之间的符码差异间接地转换成学业成绩的差异。

由此提出假设一：

优势阶层子女更容易适应学校教育中的语言符

码，使得优势阶层的学业总成绩显著高于弱势阶层。

（二）课程符码与学业成绩

伯恩斯坦对“符码理论”的研究并未停下脚步。

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，他开始将“符码”概念从日常语

言领域延伸到学校知识范畴，逐渐形成“课程符码理

论”，旨在探讨学校知识传授的深层原则，以求更具体

地反映学校内部教学活动与社会权力及秩序的关

系[16]。只有深入到学校具体课程内部的知识构成，才

能够探究社会权力与控制原则的传导过程。因为学

校知识并非中立的价值无涉，往往隐含着对“谁的知

识最有价值”的价值判断。亦如阿普尔（Apple）所言，

要了解学校教育与社会权力的关系，就必须深入研究

学校传授的知识以探讨打造学校知识的文化分配与

吸收过程[31]。伯恩斯坦的这一转变将“符码”概念的讨

论范围扩展到不同学科和课程层面上，使该理论更加

深入学校教育过程，也将我们对语言符码与学业成绩

关系的关注进一步细化到语言符码与课程符码的匹

配情况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层面上。

具体来说，“课程符码理论”把学校教育知识的组

织原则分为“分类”和“架构”两个面向（见表1）。“分

类”是指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及学科之间界线的开放

程度。其中，“强分类”主要指课程科目之间的界线明

确牢固、关系壁垒分明；反之便是“弱分类”。而“架

构”界定教学传授活动的权力关系，调控施教者与受

教者对教授内容、进度、先后顺序及评核标准的控制

权。其中，“强架构”主要指对教学内容、顺序和考核

标准的既定限制较多，且和生活世界联系较弱；反之

便是“弱架构”。伯恩斯坦从这两个概念出发，将学校

的学科课程分为“集合型课程”（collection type course）

和“整合型课程”（integrated type course）。

表1 分类、架构与课程属性

“集合型课程”的知识从表层结构出发逐渐向深

层结构转变，知识的不确定处——“秩序”与“无序”及

“知”与“不知”的交汇处——一直要到教育系统的后

期（例如研究生阶段）才出现。在这之前，学校传授的

知识都被认定是明确绝对的，而数学②的课程结构则

明显属于“强分类、强架构”的“集合型课程”。其知识

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和客观的，如勾股定理中公式的

可推导性和确定性。知识的发展与生活世界的联系

也相对独立，更多的是一种确定的、有序的知识。而

对于无序的、未知的知识探索则通常需要到很高的教

育阶段，例如对于各种根据不完全资讯下的“数学猜

想”的探索。“整合型课程”的知识则突破了学科之间的

鸿沟，知识的不确定性从一开始便出现。在教学内容、

教学法、评估标准等方面都相对宽松，更加鼓励学生的

批判性思考[26]83。而语文的课程结构则更类似于“弱分

类、弱架构”的“整合型课程”，语文与生活世界的联系

更加频繁和紧密，知识之间的关系是发散的和主观的。

例如语文写作更强调的是主观的意义建构[32]，这种意

义的建构和知识的不确定性在教育阶段的早期便开始

出现，也更鼓励学生的发散思维和创造性。

由此可见，两种不同的课程具有特色鲜明的课程

符码，这也说明了深入分析学生不同学科学业成绩的

重要性。此外，不同阶层群体间的语言符码差异与其

生活环境和行为有着紧密的联系。具体来看，中产阶

级从事符号生产（symbolic production），其工作和生活

的时空区隔和安排较开放且有弹性，处理的人事较复

杂且具有较高的含糊性。因此，他们更倾向于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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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弱分类、弱架构”的方式教育子女。而工人阶级则彻

底地参与到产品的生产流程中，生产活动中每一个环

节之间环环相扣，生产的地点、时间、速度和工序等受

到整体流程的制约，因此工人阶级更倾向于使用“强

分类、强架构”的方式教育孩子。拉鲁（Lareau）等人的

研究佐证了这一观点，优势阶层的工作强调理性思维

和自主管理，因而注重培养子女在复杂的社会中理性

思考和独立自主的能力，强调沟通的双向互动，是一

种“协作培养”的方式。而工人阶级家长在工作过程

中意识到顺从和规矩的重要性，而教养子女重视对权

威的服从，多采用指令为主的单向互动[33]。

不同的培养方式塑造了不同的语言符码，并在不

同学科上产生影响（见图1）。相较于语言缺乏变化且

表达较为墨守成规的“限制型符码”而言，“精致型符

码”强调的是语言表达的逻辑性和自主性，语言的句

式和词汇都有较多的变化，这种语言特征可能在强调

知识的不确定性、主观性、创造性的“整合型课程”中

更有发挥的空间。正如有学者认为，“弱分类、弱架

构”的高考符码与优势阶层掌握“弱分类、弱架构”教

育所需的资源之间存在紧密的切合性[34]。这可能使其

子女在“整合型课程”中更容易占据优势。但诸如数

学的“集合型课程”更强调的是知识之间关系的确定

性和客观性，本身并不要求语言表达的多元化，这与

优势阶层的“精致型符码”的吻合度并不高，反而可能

与“限制型符码”吻合度更高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这并

不意味着优势阶层在“集合型课程”中就会处于劣势，

因为为避免子女们在公开的竞争性升学中处于不利

地位，优势阶层最终还是会利用其资源优势加强“集

合型课程”的训练[26]84-85。

注：实线表示“掌握”/“匹配”；虚线表示“不匹配”。

图1 阶层、符码与课程的关系传递示意图

由此提出假设二：

相对于弱势阶层，优势阶层学生在语文成绩上优

势明显，但在数学成绩上两者则差异不大。

三、研究设计

（一）样本选择

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中国人民大学数据与调查

中心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（China Education Panel

Survey，CEPS）的基线调查数据。该调查利用多阶段

概率与规模成比例（PPS）抽样方法，从全国随机抽取

28个县级单位、112所学校、438个班级的19487名学

生。此外还提供了包括学生、教师、家长和学校的配

套数据，数据质量较高且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使用。

本文选择七年级学生作为分析对象，在数据处理过程

中删除存在缺失值的样本③，最终进入本文分析的样

本为来自213个班级④的5421位学生。此外，为进一

步探讨阶层的语言符码与不同学科的课程符码的对

应过程，本文还对6名初中语、数、英教师进行访谈，以

收集质性资料。我国基础教育内容的同质性相对较

强，这为访谈对象的选择提供了便利，对6位教师各自

进行了40—60分钟的访谈，基本上便达到了内容饱

和。量化研究主要回答由理论推演而来的研究假设，

即掌握不同符码类型的学生是否在学业成绩及各科

成绩上有显著差异；质性研究主要回答阶层的语言符

码和不同学科的课程符码对应过程。

（二）变量说明

本文选择七年级学生2013—2014年期中考试的

语、数、英三科成绩和学业总成绩⑤作为因变量，由于

不同地区、学校的试卷总分和难度有所不同，对学业

成绩按学校分别进行标准化处理。此外，已有研究发

现性别、民族、独生、流动、留守、住校、班级排名、班级

规模、班级学生农业户口比例、班级学生住校比例、班

主任年龄等变量会影响学生学业成绩，因此这些均加

入控制变量。不同阶层的划分是一个有争议的难题，

参考已有研究[35-37]，本文操作化地将农业户口群体定

义为弱势阶层，非农业户口群体定义为优势阶层，同

时还通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估计结果加以稳健性

检验。相关统计信息如表2所示。

（三）模型设定

在研究中通常需要通过控制诸多其他变量以进

一步理清阶层差异对学生发展的影响。但由于中国

教育追踪调查（CEPS）在班级、学生层面上存在明显的

嵌套情况，这种嵌套情况的存在使得传统线性回归模

型中的个体间相互独立的假设很难满足，从而导致在

估计阶层差异对学生发展的影响时出现偏误[38]。而多

层线性模型（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，HLM）在处理

嵌套数据时能够将多层结构数据的总变异分为组内

和组间两个不同层次，并在不同层次上引入相应的自

变量以解释组内变异和组间变异。因此多层线性模

型能够有效区分层次变量与扰动项的相关信息，以提

高个体估计效应的准确性。考虑到CEPS在每个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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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只抽取2个班级，这并不符合HLM对于样本容量的

最低要求，因此本文不考虑构建学校、班级和学生的

三层线性模型。借鉴已有研究[39]，本文建立班级和学

生的两层线性模型，分析不同阶层学生的语言符码与

课程符码的匹配情况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。

1.零模型

零模型不含任何解释变量，公式如下：

第一层（学生层面） jij rY += 0ij b � jir a��� 2s � ���

j000j0 mgb += � j0m a��� 00t � ���

（1）

第二层（班级层面）

jij rY += 0ij b � jir a��� 2s � ���

j000j0 mgb += � j0m a��� 00t � ���（2）

其中因变量Yij表示 j班学生 i的学业成绩，β0j是

截距，表示j班学生的平均学业成绩水平，rij表示j班级

i同学与班级平均学业成绩的差距，方差为σ2；γ00是全

样本学校的平均学业成绩，μoj表示各班级平均成绩与

全体样本平均成绩的差距，方差为 τ00。零模型的目的

在于计算跨级相关系数 ICC（Inter-class correlation），

ICC=τ00/（σ2+τ00），即考察模型总变异中有多大程度上

是由班级层面的差异造成的，是判断是否使用HLM的

关键系数。

2.随机效应模型

在零模型的基础上，引入学生层面的相关预测变

量Zij，建立随机效应协方差模型，班级层面不引入任

何预测变量，允许第一层截距和斜率在组间随机变

异，公式表示如下：

第一层（学生层面） （3）

第二层（班级层面） （4）

3.非随机变动斜率模型

在第一层和第二层引入学生层面和班级层面的

预测变量，考察在控制了学生和班级层面的变量后，

不同阶层学生的学业成绩差异。公式表示如下：

第一层（学生层面） （5）

第二层（班级层面） （6）

四、实证结果

（一）学业总成绩的阶层差异

如表3所示，在传统OLS回归模型（3）中分别控制

学生层面和班级层面变量后，发现优势阶层的学生学

业总成绩明显高于弱势阶层2.07个标准分（p<0.01）。

但由于CEPS的数据是学生与班级相互嵌套的数据结

构，在模型（3）中将班级层面的变量直接分解到学生

层面的回归模型中将会影响估计结果⑥。因此需要使

用多层线性模型进行分析以校正违背独立性前提假

设的错误。检验发现，σ2=538.41，τ00=37.40，计算可得

学业总成绩在班级间的跨级相关系数 ICC=0.065>

0.059，说明学生的成绩差异有6.5%是来自班级间的

差异，这可能是由不同班级之间在资源分配、学习氛

围等上的差异所致。在随机效应模型（1）中只纳入学

生层面变量，发现优势阶层学生的学业总成绩有2.32

个标准分的领先（p<0.01）。此后，在非随机变动斜率

模型（2）中纳入学生和班级变量后，学业总成绩的优

势上升到2.42个标准分（p<0.01），说明在考虑了班级

层面的影响因素后，优势阶层子女的学业优势更明

显。从回归结果来看，传统OLS回归低估了优势阶层

在学业总成绩上的领先优势（2.07<2.32<2.42），三个不

同模型结果均显示优势阶层子女在学业总成绩上明

显高于弱势阶层子女。由此，假设一得到了验证。

（二）语文、数学成绩的阶层差异

优势阶层在学业场域中具有优势地位几乎成为

一种共识。但知识社会学对于知识结构与社会结构

相互连接的关注拓宽了人们对于学业成绩与阶层的

理解。扬（Young）[40]强调了控制与知识的内在联系，

伯恩斯坦则更加具体地论述了知识的分类与架构。

这为我们了解不同类型知识在不同阶层上的分布差

异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。那么，优势阶层在知识分类

与架构不同的学科上依旧有显著的优势吗？如表3所

示，模型（4）控制了学生层面变量，发现优势阶层的语

文成绩显著高出弱势阶层0.84个标准分（p<0.01）；而

表2 相关变量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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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全模型（5）中同时纳入学生层面和班级层面变量

后，其语文成绩的优势扩大了，显著高于弱势阶层0.91

个标准分（p<0.01），传统OLS回归则低估了这一影响，

只有0.61个标准分（p<0.01）。但有趣的是，优势阶层

在语文学科上的领先地位并没有延续到数学学科上。

在模型（7）—（9）中，多层线性模型和传统OLS回归的

结果显示，优势阶层的数学成绩分别高出弱势阶层

0.43（p>0.05）、0.32（p>0.05）、0.46（p>0.05）个标准分，

均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。以上结果说明，优势阶层

在语文学科的学习和应用上处于领先地位，但在数学

学科上没有优势。由此，假设二得到了验证。

（三）稳健性检验

为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，本文将分别从阶层定

义和学业成绩两个角度重新寻找替代变量。在阶层

定义上，虽然我国户籍制度在生活、教育等方面导致

的城乡二元分割，使得以户籍差异为操作化手段分析

不同阶层在学业成绩上的差异表现具有一定的合理

性，但将社会群体简单地一分为二也不可避免会造成

理解的偏差。学者们同样批评了伯恩斯坦在“阶层”

概念上仅使用“工人阶级”和“中产阶级”的处理过于

简单和模糊[20]。因此本文将以由家庭收入、父母受教

育程度和父母职业通过主成分分析合成的家庭社会

经济地位进行稳健性检验。在学业成绩上，英语作为

基础教育阶段三大主要科目之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

位，且语文和英语同属于语言类的学科，都依赖于环境

的长期影响和积累，在课程属性上都更倾向于“整合型

课程”，两者具有明显的共性，但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，

学生学习和使用程度都属于初期阶段，在语言逻辑的

注：*表示p<0.05；**表示p<0.01；***表示p<0.001，下同；括号内为标准误。

表3 阶层与学业成绩的HLM和OLS估计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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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解、知识迁移的应用等方面又弱于语文学科。因此

以英语代替语文检验假设二，既可行，也必要。

1.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成绩差异

如表4所示，无论是多层线性模型还是传统OLS都

显示：学生家庭经济地位越高，其学业总成绩越高。具

体来看，多层线性模型（1）（2）中，在控制了学生层面变

量后，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得分每提高1个单位，学生

的学业总成绩显著提高1.12个标准分（p<0.01），而当加

入班级层面变量后，这种效应下降到了1.00个标准分

（p<0.05），传统OLS回归也低估其影响效应，仅为0.82

个标准分（p<0.01）。从学科差异来看，以多层线性模型

的完全模型（5）（8）为例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得分每提

高1个单位，学生的语文成绩显著提高0.37个标准分（p

<0.05），而数学成绩只能提高0.23个标准分（p>0.05）且

不显著。以上结果说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学业

总成绩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，同时这种预测作用存在

学科差异，更适用于语文学科，而不适用于数学学科。

2.英语成绩的阶层差异

不同阶层在“集合型课程”和“整合型课程”上的

差异是否稳健？以英语学科代替语文学科进行检验

发现，优势阶层不仅在语文学科上有显著的优势，并

且其英语成绩在三个分析模型中分别高出弱势阶层

1.03个标准分（p<0.01）、1.14个标准分（p<0.01）和0.94

个标准分（p<0.01）（见表5）。以上结果说明优势阶层

在“整合型课程”上的优势是显著且稳定的，但在“集

合型课程”上没有显著的优势。

五、结论与讨论

本文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（CEPS）基线数据和

质性访谈资料，从阶层之间的语言符码差异以及语言

符码和课程符码的关系角度出发，分析了不同阶层学

生学业总成绩及不同学科成绩上的差异及成因。

（一）优势阶层的学业总成绩显著高于弱势群体

在我国这种“竞争式流动”的教育体制内，学生在

正式进入社会之前长时间处于单一的教育竞争序列

之中，这充分凸显了学业成绩在教育场域中的“硬通

货”地位，进而加剧了优势阶层对决定社会空间结构

再生产的教学机构的竞争。正如布迪厄所言，“随着

企业的延续（通常从第二代起）和规模的扩大，求助于

学业上某种形式的神化，哪怕是最基本的神化，倾向

于成为越来越广泛，越来越迫切的需要”[12]526。在这种

需求的推动下，优势阶层竭尽所能地参与到子代的学

业之中。李斯莉（Todd Risley）和哈特（Betty Hart）[41]的

研究表明，在“专业人士”家庭中，其父母平均每小时

使用2153个单词；在“工薪阶层”中，其父母平均每小

时用1251个单词；而在“福利救助”家庭中，其父母平

均每小时仅使用616个。不仅如此，这种参与更隐蔽

地体现在优势阶层儿童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实

现对主流文化与语言符码的掌握和运用上。正如伯

恩斯坦所认为的，在语言的构成和使用方式中潜藏着

表4 阶层与学业成绩的HLM和OLS估计结果

注：由于篇幅限制，省略其他控制变量，仅以“YES”表示，下同。

表5 阶层与英语、数学成绩的HLM和OLS估计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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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乎身份的内在区别，其映射的是主体本身所处的某

一阶层的思维习惯，而这种习惯是在早期学习过程中

就形成的，在与环境的交汇中不断地普及和强化成一

种特殊的类型，从而创造个性化的特殊意义形式[42]。

紧接着这种带有文化意义的符码通过教育手段参与

了社会阶级的构建过程。例如在“食物分类”的试验

中，中产阶级儿童对于“猪肉”的分类，首先想到的是

“这是动物类”，而多数劳动阶级儿童则首先回应“这

是爸爸爱吃的”。显然前者的思维方式更接近老师的

标准答案[21]，而这些因素使得优势阶层子女更容易获

得学业成功。除此之外，在正式教育中也体现在对优

质教育资源的排他性争夺[43]，例如通过购买学区房获

得重点学校入学机会[44-45]。在非正式教育中则体现在

影子教育上，城市家庭每年平均在子女教育上的支出

占家庭子女支出的76.1%，占家庭总支出的35.1%，占

家庭总收入的30.1%，比例远高于农村家庭[46]。影子

教育资源的占有差异进而导致“夏季失落”（Summer

Loss）现象，即优势阶层和弱势阶层学生在暑假期间的

学业表现差距会拉大，开学之后才有所缓解。

（二）优势阶层在语文、英语成绩上优势明显，但

在数学成绩上没有显著优势

优势阶层“带有学业成分的再生产”也并非一种

“赢者通杀”的结局，学科知识在传播、表达上的特色

与阶层的教养方式、语言符码等的不同使得学业成绩

的阶层差异有了更大的理解空间。对于诸如语文和

英语的“整合型课程”来说，其知识的不确定性更强，

导致在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和评估标准上都更加的主

观和灵活。正如一位老师所言，“语文就是一种人生

经历和感悟，我们说一种叫作一朝顿悟，就是说积累

到一定量的时候，你看得懂。语文本身就是人的经

历，都是一个人的思想和人生经历的精华所在。而相

对其他科目来说，是一种语言学，积累性会更强，基础

性会更强。”（C-1）另一位老师还提到，“语文的很多学

科实践不像理科一样有个绝对的评判标准和是非曲

直，所以开放性程度还是比较高的。比如关于阅读材

料的理解、关于口语交际、写作的构思等等，这些没有

必要也不可能去预设具体内容和评判标准。所以就

是在大的课程标准下进行最大程度的开放。”（C-2）以

高考作文为例，近年来的高考作文均非常强调书面语

言的交际语境，无论是发言稿的撰写还是漫画材料的

理解等都是在为学生搭建与特定接受群体展开思想

碰撞、信息互动的交流平台。但由于语言文字运用与

学生的思维、审美、文化等方面有着紧密的关系，使得

高考作文提供的“交流平台”难免与弱势群体文化背

景产生隔阂，特别是“当这种语言背景具有许多脱离

学生文化经验的意义时，问题就更加复杂了”[47]。例如

2016年全国II卷的作文“从课堂有效教学、课外大量

阅读、社会生活实践谈谈如何提升语文素养”，构建了

对语文素养提升的“课内教学-课外阅读”和“学习-实

践”的话语语境。“语文学科是个体日常实践的工具，

日常实践常是语文存在的场域，情感的表现、语用的

适切等都需要在实践中慢慢培养起来。”（C-2）但现实

生活中，弱势群体在课外阅读与社会实践上往往本身

就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，使得这种“慢慢培养”更是困

难重重。例如，“电子阅读与纸质阅读哪个更好这个

问题，对于农村学生来说，能接触到的知识面就那么

一点点，所以他能提取的观点不多；而对于城市的人

来说，本身这两个观点的争论就非常多，接触得比较

多，能够提取的观点自然而然就比较准确，也会比较

多。”（C-1）

此外正如拉鲁所发现的，在教养方式上优势阶层

家庭更多采用“协作式”的双向互动，注重子女的语言

表达与独立思考，而工人阶级更多采用“命令式”的单

向互动，强调的是规矩和顺从。这更体现在日常交流

的内容之中。“在平时交流说话和讨论的内容上，对于

农村的家庭来说，他（们）讨论的一般是一日三餐或者

生活状况，比如说今天赚了多少钱，更多停留在生活

的层面；而城市等比较好的地方，还会涉及比如说国

家大事，或者人与人之间的交流。”（C-1）而在家庭内

部的交流形式上，另一位老师分享道：“家长之间交流

的形式上，在城市的环境中语言形式更加丰富，而对

农村学生来说，由于没有接触到这样的环境，他想不

到替代的语言，永远都是很匮乏的那几个字……而且

语言表达形式城市更多是讲普通话，农村更多是方

言，有地域性的特点，从而导致交流的形式、方式都会

比较单一单调，城市会比较复杂。”（C-3）这种“单一

的”“有地域性的特点”的语言风格就是“限制性符

码”，而“形式更加丰富”“复杂”的语言风格便是“精致

型符码”。这种教养方式的差异最终导致不同阶层学

生在语文写作中的不同表现：“（农村学生）平时如果

过于表述别人的观点，那么在语文写作中就不敢说，

别人没有告诉我这个观点是什么，即使心里有话也不

敢说。而对于经常表达观点的人，只要能够自圆其

说，他就敢去表达。如果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，那观

点之后的理由可能不是很完善，（那么）在表达第二次

的时候，他就要把这几个漏洞补掉，逐渐形成自己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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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条观点线和证据线，那这样自然而然就会越来越完

整。”（C-1）可见，语文学科的特殊性注定了其与现实

生活世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，更加注重平时的积累和

体验，而优势阶层的生活方式、教养方式以及所形成

的语言符码等与语文学科的特征更为吻合，使得其能

够获得语文成绩的更大收益。

语文学科是“符号暴力”更适合生长的温床，知识

的不确定性，使得学业礼仪建构过程中，所有持有称

号的人成了学业神化过程的神圣群体。如德·梅雷骑

士所说“亲身实践德行的方式，方式本身就是各种各

样的德行”[48]。从法律上来说，就是使他们成为某种社

会品德或者某种能力的合法垄断者[12]205。英语作为主

要外语科目，在初中阶段涉及的还是相对基础的知识

内容。“英语学科的知识从中学到大学是一种螺旋式

上升的结构。中学阶段主要考察的是综合语言的应

用能力和一些比较基础的语法知识。”（E-1）但同样作

为一种语言，在英语写作中和语文知识又有着紧密的

联系。“现在的英语写作更强调整合性。以前可能就

是要求你写个“my friend”或者“my favorite animal”

这样的简单话题，但现在比如提供了三个话题的内

容，你要懂得综合运用这些素材，需要学生去整合和

提炼素材和观点。而语文不好的学生虽然有的同学

作文的整体要点都写到，但是要点之间的衔接和过渡

是比较不清楚的。所以学生在写作时，有时候语法没

有问题，但是读起来就是很奇怪。”（E-1）虽然优势阶

层的家庭也很少能够提供全英文的语言环境，但其所

掌握的“符号暴力”依旧发挥着作用。

而数学学科知识之间的线性关系更强，在学习的

早期阶段知识的确定性强，在教学内容和评估标准上

也更客观和固定。“数学说白了就是分析数量之间的

关系，而这种关系是非常严谨的，要素之间的关系也

是环环相扣，是一种严格的推理，所以在考试的时候

经常出现一个小符号的错误就导致整道大题的失分。

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数学的抽象性。例如三角

函数、二次函数等等，其实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很少说

用这样的函数去解决什么具体的生活问题，这更多是

数学本身的话语。”（M-1）这种相对确定和封闭的学科

知识特征和优势阶层开放、多元的生活状态并没有像

语文学科那样切合。“数学知识不像语文那样追求个

性化和多元化。无论你用哪种语言，英语也好，中文

也罢，全世界的数学公式基本上就在那里，不变的，通

用的。”（M-1）这种知识类型的特征也使得诸如数学的

“集合型课程”更难被优势阶层所垄断。可见，由于数

学课程中所涵盖的知识具有很强的确定性和独立性，

使得数学成绩相对独立于学生的家庭背景状况。已

有研究梳理了近30年来关于家庭背景与学生数学成

绩之间关系，发现两者之间呈现的线性关系较弱（r=

0.202）[49]，且不同地区、不同年龄和不同样本中两者之

间的系数都有差异[50-52]。此外，参加数学课外补习可

以给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带来更大的成绩

收益，起到促进教育结果公平的作用[53]，说明即使家庭

处境不利，学生仍有机会获得较好的数学成绩。

（三）进一步的讨论

再生产理论不仅与流动理论观点相左，其内部之

间也存在诸多不同。但无论是以金蒂斯（Gintis）等人

为代表的强再生产观点强调教育与社会结构的“符应

原则”，还是布迪厄的教育弱再生产观点强调的“文化

惯习”，都较少涉及“投入”与“产出”之间的学校教育

过程，而即便伯恩斯坦提出了“语言符码”与“课程符

码”，亦没有明确凸显两者之间的匹配情况在再生产

过程中的作用。本文尝试思考阶层之间“语言符码”

和学科之间“课程符码”的匹配情况，实证分析了不同

阶层学生在不同学科上的学业成绩差异情况，揭示了

教育再生产过程的不同情况。准确地说，“符码理论”

在解释再生产的实现途径上更多是通过诸如语文、英

语等“整合型课程”得以实现，而在如数学这样的“集

合型课程”上则显得并不顺畅，可能是因为文化资本

的作用是有条件的，只有在考核与评价体系主观化、

非标准化的情况下才有效[54]。可见，“符码理论”在解

释教育再生产时并没有体现出绝对的结构主义，而是

一种含蓄的结构主义。总的来说，只有当语言符码与

课程符码达成匹配时，教育再生产的通道才会被打

开。可以说，知识特征与阶层特征的匹配是教育再生

产理论得以有效运转的关键，课程符码与阶层符码之

间的“匹配程度”成了教育再生产的调节器。因此，对

教育再生产理论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资源的“投入-

产出”模式，应该进一步认识到是资源“投入-匹配-产

出”的模式。

本文的不足主要体现在：第一，在现有数据条件

下，文章中关于“课程符码”的讨论只能局限在语文、

数学和英语范围内进行，缺乏更多学科角度和更细致

的证据来进行稳健性验证；第二，虽然本文证实符码

理论对不同学科学业成绩的阶层差异具有较好的解

释力，但不同社会环境的文化差异和中文世界语言环

境的复杂性使得继续开展更加严谨和开拓的实证探

索依旧很有必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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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
①合法性语言：对学生课堂回答结果的肯定、否定的知识性反馈。

②前期对一线教师的访谈中发现，例如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物理、化

学、生物等学科均有不少与数学学科特征相近之处，均在一定程

度上体现了“集合型课程”的特征，而英语与语文的学科特征也在

一定程度上重合。但CEPS数据并不提供除语数英三科之外的学

科成绩，导致本文无法通过相关学科的互证以进一步增强结论的

稳健性。

③因为多层线性模型分析过程中不允许存在缺失值，所以删除了所

有存在缺失值的样本。经检验，删除存在缺失值前后的样本在学

校、班级、性别、户籍等各维度上的分布均差异不大。

④分别以 C 代表受访的语文教师，M 代表数学教师，E 代表英语

教师。

⑤学业总成绩为学生的语文、数学和英语经过标准化的分数之和。

⑥需要说明的是，传统计量方法在分析嵌套数据时容易犯以下错

误：一是将班级特征分解到个体变量，但由于同一班级的学生彼

此之间不独立，受到相同的教学环境、教学方法等的影响，这违背

了传统统计的独立性假设；二是将个体特征集中到班级层面上，

这种做法遗漏了宝贵的个体之间的差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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